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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的数据，借助新概念、新理论与

理论体系三个维度，可探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趋势与现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引入

新概念、新理论的行为逐渐减少，一个逐渐扩大的概念内核在学科概念网络中逐渐形成，且越来越多学者同这

一概念内核进行对话。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借鉴西方概念与理论的 “软革命”时期，逐渐

建立起自身的核心概念、核心结论与典型化事实，进而形成稳定知识体系。这些宏观指标的变迁可以通过内生

结构因素、外生社会影响与个体行为因素加以解释，其中个体行为的解释力最明显，学者对成功学者的效仿与

对大多数学者行动的模仿能够有效解释体系化进程的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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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２５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被写入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２４—２０３５ 年）》
等重要文件，成为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遵循。① 当前学界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产生了大量学理

探讨，但缺乏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现有知识变迁的理论机制大多都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演

化提出的，学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变迁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② 科学的实证研究不仅能够直

观呈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实际变迁过程，还能够通过对变迁机制的检验回应基于西方经验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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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大类，综合考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

立的学科评审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包含以下学科大类 （括号注明了与之对应的学科评审组名称）：哲学 （包含：哲学、宗教学）、

经济学 （包含：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法学 （包含：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

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教育学 （包含：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文学 （包含：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历史学 （包含：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管理学 （包含：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但需要注意，不仅现行文件中没有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致定义，学科分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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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变迁理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变迁提供洞见。

为了完整描述知识体系的宏观模式变迁，我们将知识体系划分为概念、理论与理论体系三个依次递进的

维度。首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的出现①；其次，这些概念必须同现有的学

术概念产生联系才能真正被融入到学科的知识体系当中，而现有概念的新组合也能够构成理论创新②，因此本

文将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称为 “新理论的形成”③；最后，若干理论相互交织，形成了学科特有的理论共

识与关注焦点，也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综上，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从概念、理论、理论体系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

生了怎样的变迁？其变迁机制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获取了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间的中国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 （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 （下简称 ＣＳＳＣＩ）的所有论文，使用网络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式构建
了知识体系的相关指标，从而呈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演变过程，并建立 “微观—宏观”双

层差分模型探讨了不同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宏观知识变迁。

一、知识变迁过程及其机制探讨

目前对知识变迁的过程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连续变迁图式将科学描述为知识的稳定积累，革命图式

强调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认识论断裂，循环图式则认为知识变迁不断处于某种周期性循环。为了解释知识

变迁的动力，内部主义强调内生结构因素的影响，外部主义则强调外生社会与个体行为两种因素。

（一）知识变迁图式

尽管知识变迁的图式受到时间尺度、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依然认为这些变迁图式可以

归为若干基本图式的组合。其中，连续变迁图式可能是理论家最早的设想，该图式将知识变迁描绘为一个知

识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个典型案例是培根通过发现表与归纳法描述科学进步的模式，其中经验现象可以归纳

出低级法则，这些低级法则又层级式地归纳，最终到达形而上学。④ 由于 “归纳原理”的正确性难以论证，

科学哲学在解释科学发展时通常采用 “准归纳”的视角。例如，波普尔要求科学获取具有更高可证伪度的猜

想，并在尚未被严格检验证伪时接受这一理论。⑤

然而，库恩把这种连续的增长视作一种 “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幻觉”⑥，并提出了科学革命图式。库恩首

先提出了 “范式”的概念，也即科学家公认的知识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学家们关注的范例。而

基于 “范式”的稳定性可以将科学分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两种时期：常规科学时期 “范式”保持稳定，科

学家们在范式的基础上，以更精确的方式证明范式或消除范式中模糊的地方；科学革命则在与范式不兼容的

“反常”得以扩大的时候出现，而科学家需要转入能够解释这一反常的新范式来继续科学工作。⑦

学界目前依然在争论哲学社会科学是否适用于前述两种图式。例如波普尔就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依然要

“提出可被经验反驳的假说”来实现增长。⑧ 库恩则指出社会科学尚且处于 “前范式”的阶段，缺乏进入现代

科学的 “革命”。⑨ 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图式都以科学的进步为根本前提，哲学社会科学未必适用。例如阿伯

特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是不断地处于循环的状态当中。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的理论流派都可以划分为一系列基本要素的重组，例如 “实证—诠释”和 “定性—定量”。瑏瑠 而一旦学界

产生了某种普遍偏向，批判与反思就会形成一种相反的作用。在这两种作用下，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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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是新颖组合构成了目前社会科学理论中一种关键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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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发展，而是不断地 “代际循环”。①

尽管阿伯特为循环图式给出了若干经验证据，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状态依旧是一个存疑的假定。为此，

循环图式更多地被描述为科学中周期性增长的状态，例如，研究者利用吸烟的案例表明科学共识的 “螺旋

式”形成②；李钧鹏与周港识别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大致符合柯林斯提出的 “扇形伸缩”模式③。这些研

究也表明科学知识发展更多是上述三种图式的结合：科学知识确实在连续不断地发展，但并非线性的连续积

累，而是存在特定的周期性循环。

此外，文献学与科学学也不断使用数学与计算机建模对科学知识增长展开更加精细的描述，这一尝试最

早起源于普莱斯的文献计量研究④，并在随后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形式与机制，例如在引用网络与共同作者网络

中存在的 “先行者优势”或 “多元化”机制⑤。这些机制极大地增加了知识变迁模式的复杂性、多元性与情

境性。然而，这些研究通常从过于理想的单一假设出发来构建数学推演，有时甚至忽略机制要素而简单地使

用计算机拟合来描述现象。因此，为了增强对变迁图式的解释力，本文希望在描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变

迁的同时，探究多元机制在形塑特定知识变迁图式中的作用，这些具体机制将在下一部分得到叙述。

（二）知识变迁机制

现今学界倾向于从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两个视角来理解知识变迁的原因。⑥ 其中，内部主义利用学科内

生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潮流来解释知识变迁，而外部主义则强调外生社会与个体互动起到的重要作用。基于这

两种解释视角，本文将影响知识体系的因素划分为结构因素、行为因素与社会因素。

内部主义认为知识变迁遵循其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主要包括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惯例。随着知识社会学理

论的发展，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客观法则，而是基于约定的符号、模型与范例所形成的共同的认识论框架。⑦

进入学科共同体的学者通过学术社会化与学科训练来习得这一认识论框架，并在思考时服从于相应的认识论

惯例。⑧ 在此基础上，科学实践就是延续方法论惯例开展日常行动。认识论惯例与方法论惯例一旦形成后就会

成为结构性因素，对知识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知识不能凭空产生，理论只有在现有概念中

才能得以建立；只有与现有结构保持一致的命题才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⑨；只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概念和理论才

能构成不断延展的学科认识论中的一部分。

外部主义认为社会因素影响知识体系变迁，包括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互动以及学科共同体以外的社会

因素。瑏瑠 就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互动而言，“模仿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和 “效仿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是两个重要的机
制。瑏瑡 本文所讨论的 “模仿”，是指学者会采取和大多数学者相同的行为，这一机制依托于学者在共同认识论

环境中通过学术训练习得的学科知识与学术惯习。瑏瑢 而 “效仿”则是指学者会采取和成功学者相同的行为。

这一行动在学术界十分普遍，例如，有学者会效仿以论文发表取代专著编写来完成考核的方式，以求快速晋

升瑏瑣；或者为获得学术声望而效仿从学术研究转向行政管理的生命历程瑏瑤。需要注意，在模仿与效仿之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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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为机制。

另一方面，外部主义也会援引政治、经济、社会等外生因素来解释学术变迁。首先，这些外生社会因素

会影响研究问题的选择。例如，由于中国学者所具有的实践特性与家国情怀，中国的学术产出格外重视国家

与社会的突出问题。① 其次，这些外生社会因素也会成为科学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科学研究的

评价早已不再局限于引用次数、下载数量，其背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成为衡量研究价值的重要指标。②

最后，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也会直接导致有偏倚的结论产出，成为学术不端的诱导性因素。③

（三）文献评述

尽管现有文献广泛探究了知识变迁在不同学科与社会情境下呈现出的模式，这些讨论依然存在需要完善

的地方。其一，知识变迁理论大多依据欧洲与美国的学科史来建立，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知识变迁的适用

程度是存疑的。④ 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已经出现大量对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过程的讨论⑤，但从

单一学科出发，难以整体归纳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遵循什么样的路径。

其二，从经验上来看，目前依然缺乏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究竟进行到了何种程度的实证

分析。本文将重点关注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三大面向。相比于其他指标，学者生产

的文本更能够直接反映知识体系的建设现状，而 ＣＳＳＣＩ论文又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
本。因此，本文希望利用 ＣＳＳＣＩ论文的文本数据，分别构建指标对其中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变化情
况进行测量，进而明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二、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现有研究，使用关键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共现来生成学科的概念网络。⑥ 依据概念网络中节点与

边的类型可以测量学者的学术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面首先分析新概念、新理论

与理论体系三大要素可能的变化路径，这些路径共同描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随后阐明这

种知识体系变化的形成机制。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变迁图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迁是一个不断探究自主化的过程。从 １９世纪末到 ２０世纪早期，西方思想不
断进入中国⑦，这些多元的思潮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并不断同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方法。改革开放后，不仅西方各种新的理论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国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整合，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深入分析。同时，中

国学界对于自身知识体系建设与学科范式构建的理解不断深化，提出了诸如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等具

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路纲要。⑧ 而自身知识体系的建设也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后全面加速。

上述论证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并不像连续变迁图式所设想的那样是平稳发展的，也不是库恩意义下，

由于 “反常”扩大而形成的整体的认识论断裂与范式更迭。这种情形更接近于原本发展的学术脉络受到了内

生或外生的冲击，因此需要在不断探索当中整合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 “软革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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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传统科学革命所说的知识体系的 “断裂”，这种软革命以对理论重组与知识体系的积累生成为核心。① 在

中国语境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综合多种理论话语，结合中国社会事实的逐步范式构建过程。② 社会

现实所引发的这种从 “软革命”到 “自主范式性构建”的过程引发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假设 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呈现革命性图式与连续变迁图式的结合，也即在改革开
放后形成了 “软革命”，随后以连续变迁的模式逐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与理论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学科在研究与商讨中逐渐形成学科共识，并进一步转化为学科范式。依据现有研究，

这可能包含三大过程。③ 其一，各个学科按照自身学科传统与认识论惯例，不断探索在新社会秩序下旧有学科

议题以及不同理论的适用性。其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各个学科逐步确定了在中国实践中所获得的核心经

验结论，这些结论也被称作 “典型化事实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其三，为了持续观测这些典型化事实的形态与
变化，学科逐步建立起配套的诸如社会调查、核算数据、核心文献等知识基础设施。围绕这些知识要素，学

科可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的细化、对特定事实的持续追踪等。这三方面的变化会对新概念、

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不同形式的影响。

首先，知识体系的确立会使得各个学科的学术语言变动逐步减少，学者也不会热衷发明新概念，而会转

用成熟的、现成的学科概念来描述现象，叙述结论。其次，典型化事实的确立与知识基础设施的固定会阻碍

新理论的产生，相较于在概念之间建立全新的联系，学者将更偏好更新研究方法与数据，并提高现有理论的

适用范畴。最后，上述过程会进一步导致理论体系内核的扩大，这些内核会成为各个学科的认识论共识，学

者需要与之进行对话，从而使其学术产出能够发表并获得学科共同体的认可。这些变化构成了下述假设 １ａ，
１ｂ与 １ｃ：

假设 １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使用逐渐趋于稳定，也即学者越来越少地使用新
概念。

假设 １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不断减少，也即学者会更少通过在概念之间建立新
联系来提出新的理论。

假设 １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 “内核”愈发扩大，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也会更多地

同现有的内核进行对话。

（二）影响变迁图式的可能机制

如前所述，知识变迁的影响机制包括内生结构因素、个体行为因素与外生社会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否

能够解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迁呢？

首先，从微观层面看，学者的模仿行为与效仿行为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上述知识体系的变化。模仿机制认

为，受到学科认识论框架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学者倾向于遵循其他学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偏移主流的行

动模式也会受到学科共同体的系统排斥，这进一步强化了模仿的动机。相比之下，效仿机制则认为学者更可

能选择被证明 “有效”的学术行为，这里 “有效”意味着受到学界更多的引用与认可。学者效仿的动机一方

面来源于对成功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来源于韦伯称之为 “赌博”的不确定性与晋升压力。④ 可以合理推测，

如果某位学者在学术回报 （如引用、认可度等）上与成功学者的差距越大，那么其向成功学者学习、调整研

究策略的动力也会越强，本文称之为 “回报差异驱动机制”。根据上文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维度，学者的研

究策略包括是否引入新概念、是否在概念之间建立新联系 （即是否提出新理论）、以及是否同理论体系内核

进行对话。那么上述机制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 ２ａ （中心趋向作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会模仿其他多数学者的主流研究策略。
假设 ２ｂ （最优趋向作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会效仿那些成功学者的研究策略。
假设 ２ｃ （回报差距驱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的研究策略调整受到其当前学术回报水平与成功学

９９１

①

②

③

④

冯仕政：《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牞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 牶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牞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牞 １２７
牗３牘 牞 ２０２１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　 以政治为业》，《马克斯·韦伯全集》第 １７卷，吕叔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７９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６

者之间的差距的正向影响，差距越大，学者的研究策略调整幅度越大。

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学科概念网络也会影响学者的行动，这种影响可以归为 “结构变化作用”与

“要素变化作用”两类。“结构变化作用”指学科概念网络结构对于学者行动的影响，例如：更加 “密集”的

概念网络会压缩学者创造新概念、新理论的意愿。在操作化部分，研究分别引入了概念可塑性、理论可塑性

与内核规模三个指标来测量学科概念网络的整体样态，并判断这些指标是否对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

演化产生约束。为此，研究提出假设 ３ａ：
假设 ３ａ （结构变化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概念网络所呈现出的整体宏观环境指标愈发不利于新概

念的出现、新理论的生成，这些环境也愈发偏好体系化的学科知识结构。

“要素变化作用”则指其他要素变动对于学者行动的影响，例如新概念减少了，新理论自然更难形成。

事实上，“概念—理论—理论体系”并非三个平行的要素，而是存在递进关系。从概念引入来说，如果一个

学科中新概念的出现逐渐减少，可供建立理论的空间就越少，理论体系也会趋于固化。从理论要素来说，当

一个学科内部的概念保持相对稳定的时候，随着新理论的不断提出，学科内部既有概念之间的联系被不断发现，

进而逐渐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这种过程可以理解为理论体系的深化。为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３ｂ与 ３ｃ：
假设 ３ｂ （新概念的要素变化作用）：新概念的减少最终会导致新理论的减少，并促进知识的体系化过程。
假设 ３ｃ （新理论的要素变化作用）：在概念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新理论出现的增多会促进知识体系的形成。

最后，外生社会因素同样会对知识体系的形成造成影响。① 许多研究都显示，知识生产容易受到国家注

意力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国家关注的议题通常会转化为知识体系中的新概念，并作为描述中国社会的

标识性概念而得到推广。因此，如果特定学科在特定发展阶段受到外生影响更大，这些影响能够有效转化为

该学科的标识性概念，进而产生更多的新概念。知识体系中的概念整合过程通常由学科共同体内部控制，外

生因素只能间接影响这一整合的过程动态。然而，中国学者所特有的实践性特质则要求将外生的概念整合到

既有理论体系内容当中。这种冲突的力量表明，外生社会因素对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可能并不在于动态机

制，而是聚焦于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

假设 ４ａ：如果学科受到外生社会影响更大，该学科会更多地建立新概念。
假设 ４ｂ：外生社会影响不会对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体现在理论

体系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当中。

三、数据与指标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为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本文基于 ＣＳＳＣＩ论文数据构建指标展开分析。研究数据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平台公开呈现的信息，通过程序化方式对论文进行批量采集与结构化整理。具体而言，采

集的信息包括论文篇名、作者、发表时间、期刊来源、摘要以及作者提供的关键词等内容。在学科选取方面，

本文以 ＣＳＳＣＩ自带的分类体系作为基准，选取了考古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新闻
学、法学、语言学、管理学、文献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共计 １６个学科②，涵盖论文

总计 ２３７７３１０篇。在剔除研讨会、会议综述、书评等非学术论文后，将各个学科中出现频次超过一定基数的
关键词视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概念③，并据此构建各学科的概念网络，这也是当前文献的主要研究路径④。各

个学科的核心概念数如表 １所示。具体而言，在构建概念网络时，本文将摘要与关键词中所有与选定核心概
念相匹配的词语筛出，这些核心概念构成网络的节点，如果两个概念曾共同出现，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个

０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ｌｇａ Ｎｏｗｏｔｎｙ牞 ｅｔ ａｌ牞  Ｍｏｄｅ 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牶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牞  Ｍｉｎｅｒｖａ牞 ４１牗３牘 牞 ２００３
由于包含很多非学术类型的文献，本文剔除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关的文献；考虑到文献基数问题，本文剔除了冷门绝学领域的

文献；由于包含不同学科的文献，本文剔除了高校学刊与综合社会科学类别的期刊。

这样处理可以避免某一学科的关键词过多，从而影响数据处理效率并歪曲研究结果。通过尝试不同的基数，我们最终选定该学科论

文总数除以 ２００００作为这一基数，这样在保持规模的条件下获得的议题最为精准。
然而，如果使用全文本的共现可能会高估一些连边的占比。为此，研究也进行了句级共现的测量，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事实表明，

这对结果并没有本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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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也是当前学界的通用做法。① 本文的分析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并将学科 ｄ在第 ｔ 年中核心概念
的出现频率记为 Ｆｄ，ｔ，对应的概念网络记为 Ｇｄ，ｔ。

表 １　 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数

学科 核心概念数 学科 核心概念数

考古学 ９４３８ 语言学 １０８３１
经济学 １２２１４ 管理学 １１３８８
教育学 １１１７８ 文献学 ８９３８
民族学 １２３１６ 哲学 １５０４２
地理学 １２７３８ 政治学 １２３０７
历史学 １２３１２ 心理学 １２５７４
新闻学 １０２２５ 宗教学 １１７８０
法学 １３３０４ 社会学 １３２７７

在时间演化上，本文采用累积式网络构建策略：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间首次出现的概念及其共现关系构成初始
概念网络；此后，每一年中新出现的节点及其与既有节点之间形成的连边被依次添加至上一年的网络中，从

而形成当年的概念网络。考虑到研究时间跨度相对有限，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积累特

征，本文暂不引入概念遗忘或连边衰减机制。图 １展示了本文整体的数据分析思路。

图 １　 本文的数据处理与学科概念网络构建过程②

（二）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指标构建

基于上述动态网络，本文进一步对当年新增的连边进行类型划分。具体而言，假设在年份 ｔ 中新增一条

连接概念 ｉ与 ｊ的连边，则其判定规则如下：第一，若概念 ｉ或 ｊ在 ｔ 年以前从未出现过 （不属于 Ｇｄ，ｔ－１的节点
集合），则为 “新概念”；第二，若概念 ｉ和 ｊ在 ｔ年以前均已存在，但尚未形成连边，则为 “新连接”；第三，

若 ｉ与 ｊ两个概念至少有一个在 ｔ－１年的概念网络中被识别为核心节点，则该连边为 “内核对话连边”，表明

与现有的理论核心展开了对话。③ 其中，本文采用 Ｋｃｏｒｅ分解算法识别理论核心。这一算法能够识别网络中连
接密度较高的节点。④

为了避免指标受到当年所有概念联系的绝对数值的影响，研究更加关注新概念、新连接与内核连接在当

年所有连边中所占的比例。更具体地来讲，假设 ｔ年间生产的学术论文包含了 Ｎ个概念网络中的连边，其中
ｎｃｏｎｃｅｐｔ 个连边含有未曾出现的新概念，ｎｌｉｎｋ 个连边属于 “新连接”，ｎｃｏｒｅ 个连边展开了 “内核对话”，那么新概

念比例、新连接比例与内核对话比例可以分别按照与 Ｎ的比值来计算，如表 ２所示。

１０２

①

②

④

③　 Ｊａｃｏｂ Ｆｏｓｔｅｒ牞 ｅｔ ａｌ牞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牞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牞 ８０牗５牘 牞 ２０１５
在概念网络部分，此处仅筛选了一个子图作为示例，其中：标注了内核概念。此外，连边属性不唯一，与分子遗传学相连的都是
新概念连边；与社会学相连的都是内核对话。

参见 ＹｉＸｉｕ Ｋｏｎｇ牞 ｅｔ ａｌ牞 Ｋｃｏｒｅ牶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牞 ８３２牞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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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描述表

测量对象 变量名称 计算方式 变量解释

新概念 新概念比例
ｎｃｏｎｃｅｐｔ
Ｎ

　 学者引入新概念的连边占当年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越多
地在论文中使用新概念

新理论 新连接比例
ｎｌｉｎｋ
Ｎ

　 学者建立的新连边占当前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越多地在
论文中引入新理论

理论体系 内核对话比例
ｎｃｏｒｅ
Ｎ

　 学者与内核节点形成的连边占当前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
越倾向于与学科核心概念形成对话

（三）模型

考虑到行为因素主要描述微观层面机制，而内生结构因素与外生社会因素都在宏观层次产生影响，本文

使用 “微观—宏观”双层模型来捕获这些因素对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图 ２展示了模型的整体结构。

图 ２　 知识变迁双层模型的模型结构

首先聚焦于微观部分，即图 ２上半部分。我们将学者引入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与理论体系对话三种行
为的占比记为 ａｉ，ｔ（ｉ＝１，２，…，Ｎｔ，ｔ＝１９９０，…，２０２２），每篇论文受到的奖励 （包括引用与影响因子两种形式）记

为 ｒｉ，ｔ（ｉ＝１，２，…，Ｎｔ，ｔ＝１９９０，…，２０２２）。由于并非每位学者在每年都会发表，我们在文献行为占比的分布中选
取了 １００个分位数，以模拟具有相似行为模式学者所做出的行动 ［记为 ａ（ｑ）ｔ ，其中 ｑ＝ ０，０ ０１，０ ０２，…，０ ９９］，
并通过 Ｌｏｗｅｓｓ函数拟合获得这些学者获得的奖励①，基于上述记号，研究的微观模型具有如下形式，其中 ａ

为最高引用对应的学者行为，ｒ为最高的奖励 （引用数或期刊影响因子）：

ａ（ｑ）ｔ＋１ －ａ
（ｑ）
ｔ ＝β１［ａ

（０ ５）
ｔ －ａ（ｑ）ｔ ］＋β２［ａ

－ａ（ｑ）ｔ ］＋β３［ｒ
－ｒ（ｑ）ｔ ］Ｉ［ａ（ｑ）ｔ＋１≥ａ（ｑ）ｔ ］

简单来说，模型的因变量是学者两年间，引入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与理论体系对话三种行为的占比变

动。自变量有三个：一是与前一时期中位数学者行为之间的差异［ａ（０ ５）ｔ －ａ（ｑ）ｔ ］，二是与前一时期获得最多奖励
的学者之间的行为差异［ａ－ａ（ｑ）ｔ ］，三是所获得的奖励与前一时期最高奖励之间的差异［ｒ

－ｒ（ｑ）ｔ ］。② 这分别对应
中心趋向作用、最优趋向作用与回报差异驱动作用。如果 β１，β２，β３ 三个系数显著大于 ０，意味着上述三个
机制是存在的。③

２０２

①

②

③

也即 ｒｔ︿
（ｑ） ＝ ｆ ［ａ（ｑ）ｔ ］，ｆ为 Ｌｏｗｅｓｓ拟合。

由于 ［ｒ－ｒ（ｑ）ｔ ］≥０，因此通过示性函数 Ｉ［ａ（ｑ）ｔ＋１≥ａ
（ｑ）
ｔ ］

对其符号加以校正，否则模型将无法识别。

若 ａ≥ａ（ｑ）ｔ 且 β１＞０，不考虑后面两大要素，则有 ａ
（ｑ）
ｔ＋１ －ａ

（ｑ）
ｔ ≥０，进而有 ａ

（ｑ）
ｔ＋１ ≥ａ

（ｑ）
ｔ ，最优偏向成立；若 β１≤０，则有 ａ

（ｑ）
ｔ＋１ ≤ａ

（ｑ）
ｔ ，

最优偏向不成立。若 ａ≤ａ（ｑ）ｔ 且 β１＞０，不考虑后面两大要素，则有 ａ
（ｑ）
ｔ＋１ －ａ

（ｑ）
ｔ ≤０，进而有 ａ

（ｑ）
ｔ＋１≤ａ

（ｑ）
ｔ ，最优偏向成立；若 β１≤０，

则有 ａ（ｑ）ｔ＋１≥ａ
（ｑ）
ｔ ，最优偏向不成立。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变迁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在宏观部分中，即图 ２下半部分，宏观行动指标可以由分位数代理的微观行为重塑。这些行为的变化受

到结构因素与外生社会的影响，也即 Ａｔ＋１ －Ａｔ ＝∑ ｉ
γ ｉ（Ｃｉ，ｔ ＋１ －Ｃｉ，ｔ）＋ ηＥｔ 。其中，Ｃｉ，ｔ 表示 ｔ时间受到的结构性

作用，这些作用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概念网络结构的变化作用，其二是新概念与新理论变动所构成的

要素变化作用。Ｅｔ 则是外生社会影响，这一影响并不以变动的方式影响宏观知识变迁。
其中，结构变化作用主要指概念网络环境是否有利于新概念、新理论的出现或理论体系的建立，研究分

别使用概念可塑性、理论可塑性与内核规模三个指标，这些指标的计算如下所示。其中，概念可塑性借鉴了

Ｅｖａｎｓ等人的相关研究①，理论可塑性则借用了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传递性指标。这里通过作差来保证概念网络

环境变化与学者的行动变化的方向一致。针对理论体系，我们采取内核规模作为其网络环境的测量。与微观

差分模型相似，正的系数意味着结构因素与学者的宏观行动呈现同向的变动。

概念可塑性ｄ，ｔ ＝１－ｃｏｓ＜Ｆｄ，ｔ，Ｆｄ，ｔ－１＞＝ １－
ＦＴｄ，ｔＦｄ，ｔ－１
Ｆｄ，ｔ Ｆｄ，ｔ－１槡

理论可塑性ｄ，ｔ ＝１－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Ｇｄ，ｔC o ＝１－
３×形成三角形的三元组数

所有三元组数

内核规模ｄ，ｔ ＝
ｎｃｏｒｅ
Ｎ

要素变化作用则指沿着 “概念—理论—理论体系”的递进性影响，其中前者的要素变化会影响后者的变

动。为清晰起见，研究将模型所使用的所有变量、计算方法与直观解释列于表 ３。

表 ３　 “微观—宏观”模型的变量及其解释

变量 计算方法 直观解释

微观模型

行为变化 ａ（ｑ）ｔ＋１ －ａ
（ｑ）
ｔ 　 （因变量）学者在两年间行为的变化

中心趋向作用 ａ（０ ５）ｔ －ａ（ｑ）ｔ 　 （自变量）学者行动与学者行动分布中位数之间的差异

最优趋向作用 ａ－ａ（ｑ）ｔ 　 （自变量）学者行动与获得最多奖励对应的学者行动之间的差异

回报差异驱动 ｒ－ｒ（ｑ）ｔ
　 （自变量）学者获得的奖励与最高奖励之间的差异，这些奖励包括被引数与 ２０２４版
知网综合影响因子两类，相互构成稳健性检验

宏观模型

宏观行动变化 Ａｔ＋１ －Ａｔ 　 （因变量）宏观学者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概念可塑性变化 Ｃ１，ｔ＋１ －Ｃ１，ｔ
　 （自变量）概念可塑性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概念可塑性利用两年间概念相似程度

辅助测量，可以理解为网络是否向 “新概念”开放

理论可塑性变化 Ｃ１，ｔ＋１ －Ｃ１，ｔ
　 宏观模型 （自变量）理论可塑性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理论可塑性利用传递性辅助

测量，可以理解为网络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理论

内核规模变化 Ｃ１，ｔ＋１ －Ｃ１，ｔ
　 宏观模型 （自变量）内核规模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内核规模利用内核节点在所有

节点中的占比测量，越高意味着学科理论内核越大

概念要素变动 Ｃ２，ｔ＋１ －Ｃ２，ｔ 　 （自变量）学者引入新概念的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理论要素变动 Ｃ３，ｔ＋１ －Ｃ３，ｔ 　 （自变量）学者引入新理论的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外生社会影响 Ｅｔ 　 （自变量）该学科所有词汇在当年人民日报中的平均出现频率

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现状及其变迁过程

（一）新概念引入行为在各个学科间的变化

图 ３展示了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其中黑色实线为各学科新概念比例的均值，其
他不同颜色虚线则为各个分支学科的情形，右侧的图例按学科均值排序。从整体上来看，新概念比例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２２年间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各学科使用的概念框架越来越确定，所使用的新概念越来越少。在 ２０１５年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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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各个学科新概念比例的变动趋于稳定。总体来看，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期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呈
现近似幂律的下降，并在 ２０１５年以后几乎接近于 ０。

从分支领域来看，各个学科几乎都表现出了相似的下降趋势，只不过在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在 １９９５年
前后，各个学科的波动情况较为明显，进入 ２１世纪后，几乎所有学科均呈现平稳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宗教
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具有相对更高的新概念比例。对于已经较为成熟的经济学、文献学、管理学、语

言学等学科，其本身引入新概念的比例就相对更低，但依然经历了一定的下降。上述结果支持假设 １ａ。各个
学科从最初的发散状态，到 ２０２２年新概念几乎不再产生的集中化趋势，表明各个学科似乎都在从早期大量的
概念创新，走向稳定的概念体系。

图 ３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 图 ４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学者建立新连接的比例

　 　
（二）新理论引入行为在各个学科间的变化

图 ４中所显示的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年间新理论的变化动态与新概念相似，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下降的
模式则存在一定差异。其一，理论产出的下降明显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５年以前建立新连接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在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５年之间则几乎持平，在 ２００５年以后继续快速下降。其二，相较于概念要素最终走向统合，
新理论的引入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学科差异。

然而，并不能简单认为新理论的下降意味着各个学科都不再创新。本文从概念网络的视角对新理论进行

定义，但在不同概念之间建立新组合只是创新中的一种。Ｌｅａｈｅｙ等人在研究中识别出了新发现、新方法、新
结果三类创新，而本文所采用的定义类似于其中的 “新发现”。① 事实上，新颖性是科学发表所具有的认识论

规范之一②，任何论文都具有其创新之处，而 “新发现”的下降可能恰恰意味着论文转向使用新方法来开展

已有的研究，或者在现有的概念组合中发现了不同以往的结论。这表明各个学科具备了自己所确定的持续关

注的 “典型化事实”，而较少地去延展各个学科所具有的边界，这同样是体系化的一种表征。

分支学科具有与整体趋势类似的效应，与新概念变化相似，依然是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更多

地选择在概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不同的是，这一学科特性最终没有向高度体系化的学科 （例如经济学）收

束，而是在整个学术变迁过程中保持了对新理论的偏好，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学科能够依据经验现象与事实及

时对研究兴趣进行重新定向。而经济学、文献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则为新理论引入行为占比的最后

五位，这些学科显然具有成熟的学科领域，并持续关注特定的经验事实，从而较少出现新理论。总之，假设

１ｂ得到了支持，而各学科在走向各自理论体系化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学科特性。

４０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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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体系的形成

正如图 ５、图 ６所示，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整体的学科内核规模不断上升，而学者同内核进行对话也更
加频繁，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日趋完备提供了直接证据。正如内核规模变化所展现的，在各个

学科中一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内核逐渐出现，构成这个内核的概念受到了更多关注，而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也

得到了各个学科的充分探索。在行为上，后续论文也需要同这些内核概念进行对话，从而符合学科发表的规

范性要求，并更能得到同行评议人的认可。

图 ５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的学科内核规模 图 ６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学者与内核进行对话的比例

　 　 具体来看，内核规模从 １９９０年开始呈现线性的增长，但在 ２０１５年以后出现了波动放缓的趋势。不同学科
内核规模的变动过程呈现出 “差异化”的态势，这可能是导致内核规模在后期波动放缓的原因。在这一过程

中，部分学科走向了更高的内核规模，部分学科则仅仅维持其现有规模甚至有所下降。其中，内核规模已经

很高的经济学反而经历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增长过程，而内核规模原本很低的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的体系

化进展反而十分缓慢，甚至心理学的内核规模在 ２０１５年以后还有所下降。然而，无论内核规模如何变化，学
者同内核的对话普遍升高并呈现收束，这表明即使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存在学科差异，这些学科也需要在与

传统进行对话的框架下开展研究，这一对话比例最终可能固定在高度体系化学科 （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

管理学）所稳定的 ０ ９５左右。上述结果支持假设 １ｃ。
最后，各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化的程度与新概念、新理论相类似，相对更加体系化的经济学、教育学、文

献学、管理学、政治学排在前列，而出于各种原因体系化程度相对更低的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

排在后面。

（四）相关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引入的新概念日趋减少、越来越少地在两个概念之间建立全新的

连边以引出新的学科理论，各个学科整体上都在走向体系化，概念网络的内核愈发增大，与内核的对话也愈

发增多。依据上述图像所呈现出的模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 １９９５年以前，新概念被更多地引入，新理论的生成尽管有所下降，但也维系在较高的水平，这
表明 １９９５年以前的学科处于剧烈的变化当中。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社会转型与西方理论进入所带来的震荡状
态。在这一阶段，各个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快速的社会变迁，涌现了大量新论述与西方的新思潮，导致理

论体系不断波动。然而，这些新出现的概念相对来说较为零散，尽管学者在不同概念之间建立了大量联系，

这些联系难以有机地结合，形成更加成熟的知识体系，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的体系化水平较低，且存在

一定的波动。

然而，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的变化并不像硬核革命所设想的那样，新理论迅速减少，并快速生成一个新的理
论体系。相反，在这十年间，尽管新概念进一步减少，新理论却维持不变，这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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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理论重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术不断消化吸收既有理论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新

连接占比保持稳定，但引入的概念减少，内核扩大，体系化水平提高。相应地，各个学科逐渐确立了学科

分野，并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理论。这也是本文将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归纳为 “软革命”的核心原因：知

识体系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快速取代，而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整合”阶段，并从中逐步明确自身的知

识体系。

最终，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进程，各个学科结合自身的学科定位与社会责任，以及十年间积累的代表中

国实践的经验材料，重新确立了自身的典型化事实并保持持续的观测与跟进。在 ２０１５年后，各个学科陆续形
成了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新概念、新理论的引入逐渐减少，并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实现了整个学科概念网络内核
规模的稳定化。

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迁机制

（一）微观机制

本节通过构建 “宏观—微观”分层差分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变迁的微观机

制。其中，表 ４展现了微观模型的结果，模型以学者的行为变化为因变量，考察中心趋向作用、最优趋向

作用与回报差异驱动作用三个机制的影响，分别对应前述模型的 β１，β２ 与 β３。模型选取了两类奖励的测
量方式：引用与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两者互为稳健性检验。模型中所有变量已标准化，以确保系数之间

的可比性。

首先，中心趋向作用在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两个模型中稳定为正，这意味着学者存在 “从众效应”，会朝

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策略转变。类似地，最优趋向作用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学者的研究策略逐渐

朝着每年受到最多引用、发表在最好期刊上学者的研究策略看齐。这两者共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策

略会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大多数学者的策略与学术界所奖励的最优策略会愈发重合。最后，回报差异驱动在

六个模型中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学者目前采取策略获得的奖励与当红文章获得的奖励差异越大，他学习当红

文章的研究策略的动力就越强，以期在后续发表中获得更多引用，或发表在更加权威的期刊上。结合表 ４来
看，假设 ２ａ，２ｂ与 ２ｃ均得到证据支持。

表 ４　 微观模型结果

新概念 新理论 理论体系

模型 １ １ 模型 １ ２ 模型 ２ １ 模型 ２ ２ 模型 ３ １ 模型 ３ ２
（引用） （影响因子） （引用） （影响因子） （引用） （影响因子）

中心趋向作用 ０ ２２９（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７（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２（０ ００５）
最优趋向作用 ０ １０７（０ ００４） ０ ３０６（０ ００４） ０ ３５０（０ ００４） ０ ３５１（０ ００４） ０ ３５４（０ ００４） ０ ３０３（０ ００４）
回报差异驱动 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５） 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４） ０ １０３（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２（０ ００５）
样本量 ５１２００① ５１２００ ５１２００ ５１２００ ５１２００ ５１２００
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９

通过对比各个模型中微观效应的差异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情形下，最优趋向都是最强的解释指标，这

表明学者首先参照最优的做法，即以高引用或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论文为参照，确定自己是否在研究中引入新

概念、新理论，或者是同现有理论内核进行对话。结合前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整体进程，各个学科

的高质量论文都已不再引入新的概念、更少地将概念进行创新性的组合，因此其他学者也竞相效仿。此外，

越贴近学科内核的论文受到的奖励越多，尽管其间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效应，这也足以表明与现行的学科内

核对话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过于新颖的论文反而由于无法同学科内核对话而被忽略。②

６０２

①

②

此处样本量系 １６个学科，横跨 ３２年的分析，共计 ５１２个 “学科—年”观测，这也是下文宏观模型的样本量来源。在微观模型中，

由于选取了 １００个分位数代理，样本量为 ５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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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因素

表 ５展现了宏观模型中各个系数的拟合值，这些系数表明了结构变动、要素变动与外生社会因素对知识
体系变迁的影响。该模型以宏观行为变化作为因变量，通过学科概念网络结构的变化 （按照不同的行为类型

选取不同的测度指标）、概念与理论的要素变动以及外生社会因素加以解释。模型中所有变量已标准化，以确

保系数之间的可比性。

结构变化作用测量了学科概念网络结构对行为变动的影响。这些系数全部为正，表明学科概念网络结构

与学者研究策略存在某种一致性。考虑到二者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这种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存

在深层次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从而使得概念网络结构的演变路径与学者研究策略的变化模式高度契合。以新

概念的引入为例，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学者通常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其二是沿用既

有概念。① 然而，学者所处的 “概念网络”主要由其阅读的文献所建构，这一隐性语境往往对新概念的产生

构成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学术共同体普遍倾向于使用既有的成熟概念，这导致外部观测到的 “概念可塑

性”较低。在此背景下，学者为了提升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增加在权威期刊发表的机会，往往更倾向于沿

用既有概念，以增强研究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契合度，进而获得学科共同体的认同。而当多数学者都采取这一

策略时，概念创新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概念网络的可塑性随之下降。结果，后续学者在进行知识建构时

便更易受限于这一日益稳固的概念框架，进而形成 “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的演化特征。新理论与理
论体系的变动也适用于上述分析。综上所述，假设 ３ａ得到了证据支持。

表 ５　 宏观模型结果②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新概念） （新理论） （理论体系）

结构变化作用

概念可塑性变化 ０ ３０１（０ ０４２）
理论可塑性变化 ０ ２３１（０ ０６０）
内核规模变化 ０ ４４２（０ ０３９）

要素变化作用

概念要素变动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１７６（０ ０３９）
理论要素变动 ０ １１８（０ ０３９）

外生社会影响

外生社会因素 ０ １６１（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０）
样本量 ５１２ ５１２ ５１２
Ｒ２ ０ １１５ ０ ０５６ ０ ２５３

在结构变化作用之外，概念引入、理论引入与体系对话三个要素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也即 “要素变化

作用”。模型 ５显示，新概念引入的变动无法解释新理论的变动，这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假设 ３ｂ。结合
图 ３与图 ４所示轨迹，尽管新概念与新理论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其变动路径差异明显，这进一步削弱了在
概念与理论之间建立直接联结的合理性。

模型 ６显示：新概念出现比例的下降显著对应于学科理论体系化程度的上升；同时，新连接比例的变动
也与理论体系的变化呈正向关联。这些发现为假设 ３ｃ提供了证据，并符合直觉逻辑：新概念比例的下降与新
理论的增加均促使概念网络趋于密集化，而密集化的概念网络更容易识别出较为稳定的学科内核，进而促进

与该内核的对话并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从知识体系实际变迁的趋势来看，新概念与新理论的比例均呈下降

态势，新概念比例的下降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形成，但新理论的减少按逻辑应导致体系的去结构化或松散化，

不过新概念比例的下降对体系形成的正向作用要大于新理论比例下降所带来的负向作用 （０ １７６＞０ １１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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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在表 ４所展现的模型结果中，结构变化作用测量的是三个指标 （新概念、新理论、理论体系）的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会对指标

变动产生结构性影响；另一方面，新概念、新理论、理论体系的递进关系导致了前面的要素可能成为后面要素的结构限制。例如新

概念的减少会内生地减少新理论的形成，这构成了模型的第二部分，也即要素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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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论体系整体上依然是趋于结构化的。

针对外生社会因素的作用，模型 ４表明：受到外生社会因素介入的学科更容易产生新概念。然而，新理
论的生成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外生社会因素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生社会因

素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演变过程中仅扮演了次要角色？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分知识体系

“变迁的过程”与 “知识体系内容”这两个不同的要素，因为二者所受到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为了进一步测量外生社会因素对知识体系 “内容”的影响，研究统计了各学科内核概念在 《人民日报》

中的平均出现频率，并计算其与该学科所有概念平均出现频率的比值。表 ６展示了这一比值的统计结果。结
果表明，各学科的内核概念在 《人民日报》中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概念，这一发现表明：外生社会因素

在塑造学科理论体系的 “内容焦点”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换言之，相较于对知识体系变迁路径的影响，外

生社会因素在引导学科注意力聚焦与理论体系内容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

表 ６　 外生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学科的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学科 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平均出现频率之比 学科 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平均出现频率之比

心理学 ４ ６７ １６ ４５ 民族学 ６ ００ ８ ９５

宗教学 １ ００ １４ １７ 历史学 ９ ３３ ８ ８３

考古学 ４ ００ １３ ３２ 语言学 ９ ６７ ８ ７０

社会学 ３ ００ １１ ６６ 政治学 １０ ３３ ７ ６２

哲学 ５ ００ １１ ２７ 文献学 １３ ３３ ７ ４５

地理学 ５ ６７ １０ ３６ 教育学 １２ ６７ ７ ４０

新闻学 ９ ００ ９ １０ 管理学 １３ ６７ ７ ３２

法学 ９ ３３ ９ ０８ 经济学 １６ ００ ５ ４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表 ６中的排序结果与图 ３、４、５、６中所呈现的学科排名高度相关 （表中亦记录了

各学科在上述图表中的平均秩次），这进一步印证了尽管各学科普遍受到外生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在体系建构

路径上仍保留了各自的学科特性。具体而言，经济学、文献学、管理学等研究对象相对稳定、方法高度定量

化、共识程度较高的学科，在表 ６中排名靠后；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则排名居前。这种差异表明：虽然
外生社会因素对各学科均构成重要影响，但学科内部差异使得外生社会因素在各学科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

异性，从而构成了一种 “科学—反思”的学科分工模式，这一点也与不同学科内核规模的差异化呈现相

一致。

更进一步地说，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并非意味着将知识简单地固化于确定的概念、命题，或

对这些命题的持续观测与更新。系统性的自我反思能力本身亦是知识体系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本文在这一

维度上的测量存在明显不足，未来有待更多学者在知识体系研究中对此展开深入探索。

六、总结与反思

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呈现三方面的变化：首先，学者逐渐减少在现有概念网络
的基础上发明新的概念；其次，各个学科的理论也逐渐饱和，学者更少在概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最后，一

个愈发庞大且逐渐稳定的学科内核正在出现，新的论文愈发需要同学科内核产生对话。这一体系化进程的开

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内生结构因素、外生社会因素与行为因素。其中，学科概念网络内

部结构因素的影响虽然符合逻辑，但是无法解释新理论出现减少与理论体系形成这两个经验现象的同时出现。

外生社会因素则更多影响知识体系的内容而非形式。而微观的学者行为机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结果

上，都是知识体系形成的主要机制。一方面，为了追求更高的引用或发表于更好的期刊，学者会对成功学者

的行为加以效仿；另一方面，为了符合学界共同的认识论规范，学者也会对大多数学者的行为进行模仿。这

两大行为 （其中效仿行为的效果更加明显）导致了学术界整体新概念与新理论的减少以及内核对话的增加，

并进一步推动学科知识不断朝向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发展。

基于本文的经验现象，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经历 “软革命”这一过程，也即在本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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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变迁与西方理论涌入的情形下，逐渐确定自身的学术概念与核心理论，形成自主的研究议程与核心结

论。① 在 “软革命”阶段结束后，各个学科所使用的专业概念、公认的核心理论逐渐凝聚，进而形成一个确

定的理论体系。

本文的结果显示，在中国知识体系变迁过程中，一个体系化内核正在不断形成并逐渐稳定，这为未来进

一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随着新概念的减少，学术概念的生产应该从数量为主转

为质量为主，重点形成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其二，虽然新概念供给的减少将对创新理论产生结构性影

响，但不代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将会停滞。就科学性来说，实证研究的精细化推进与关键领域的新发现，

能够持续推动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突破性认知；就反思性来说，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的出现，将为理

论创新提供新的概念基础，通过对标识性概念网络的系统构建与深度阐释，将有助于实现知识生产的范式

突破。

囿于篇幅与材料限制，本文仍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主要以知识变迁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对知识体

系变迁的实质性内容考察不足。各个学科的 “软革命”究竟是如何重组自身知识体系的？有待进一步探索。

其次，本文所使用的变迁模型略有简化，例如知识遗忘的情况就没有考虑。尽管哲学社会科学从整体上呈现

知识积累的态势，知识遗忘依然是子领域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其对整体知识变迁的作用及其微观基础依然有

待澄清。② 最后，本文聚焦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２２年，从而无法验证现有过程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下是否会产生 “代

际循环”的形式，这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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